从广东省作协改革看专业作家制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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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广东省作协启动了新一轮专业作家体制的改革，不再对签约作家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津贴。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传统专业作家体制，在广东率先被打破了。广东省作协的这一轮改革由于触动了作协体制最为敏感的神经，因而引起了业界和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作协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对签约制的再认识。

一、专业作家制度的渊源和弊端

专业作家最初称“驻会作家”，是按照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模式设立的。驻会作家制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丁玲、艾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一批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投身革命军队的熔炉中从事创作。他们当时的身份主要是革命军人，职务待遇一律为军队级别和供给制，并延续到解放初。1953年，中国作协（原为文协）在编制中设立“驻会作家”，其目的是为了使进入和平时期的部队和党内的文学工作者，保留其原有的级别和生活待遇。周立波、罗烽、白朗、舒群、康濯、马烽、西戎等一批来自解放区的党内作家成为最早的专业作家。1958年，在文学界深入生活的热潮中，驻会作家全部下到基层工作，一直到文革开始。文革期间，全国文联、作协组织系统全部被“砸烂”，作家纷纷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绝大多数被迫停止发表文学作品，这段时间各地作协都没有再实行驻会作家制度。直到80年代初，中国作协和各省作协才恢复专业作家编制，王蒙、陆文夫、蒋子龙、陈建功、冯骥才、张洁等人成为驻会作家的代表。到上个世纪末期，属全国和省级作协机关管理的专业作家共239人，占全国作协会员总数的4.4%。其中各省共有专业作家233名。有些省市驻会作家人数还比较多，如江苏有15人，上海有10人，辽宁有8人，湖北省、武汉市各有10人。

我国作协实行的专业作家制度当时能使一些作家解除后顾之忧，按照党的文艺路线潜心从事创作；文坛也因此涌现出了《三里湾》、《山乡巨变》等反映农业合作化的著名长篇小说。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制度易于产生惰性，束缚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降低了作家文学创作的活力，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一些地方由于长期不能落实驻会作家按年龄正常退休的制度，使驻会成为“终身制”。而考核的松懈，使得驻会制对驻会作家缺乏有效的约束力，对长时间不写作或不发表任何作品的作家也不能解除“驻会关系”，驻会变成纯粹的“养”。

二、国内作协专业作家制度改革情况
鉴于这种种原因，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天津、江苏等地对专业作家制度展开了尝试进行改革，合同制、聘任制、签约制等各种改革措施陆续推行。专业作家终身制由此被打破，国内文坛开始迸发出新的活力。

在各地改革中，北京是较早推行合同制的地区，在全国的影响也比较大。从1986年起，北京作协就实行合同制作家管理办法，每期两至三年，名额6至10人，逐年招聘。被聘任作家每年需在省以上出版单位出版15万字纯文学作品。合同制作家编制待遇仍在原单位，作协发生活补贴。补贴分生活补贴和创作补贴两种。生活补贴是每月1000元，创作补贴是他们出去采风、体验生活的费用，最多5000元一次，一般为2000到3000元。另外，作协还给作家颁发创作奖，金额平均为3000元。2000年以来，北京聘任了由21名作家组成的第七届合同制签约作家，包括张承志、毕淑敏、刘庆邦、徐坤、 赵凝、丁天、王芫等。根据作家们不同的创作需要和工作属地，北京作协采取了灵活的签约方式，包括专职合同、兼职合同、返聘合同、长期合同、选题合同、驻会合同等六种方式。在这些方式中，签定专职合同的共有10人，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一种。根据合同规定，在合同期间，北京作协发给生活补贴，不分等级，每人每月1000元。在改革中，北京作协仅对史铁生采用了类似于传统驻会作家制度的“长期合同”方式，从1986年起一直聘任，作协每月发给生活补贴，从2000年起每月为500元，另外帮助他解决肾透析医疗费，创作上不附加任何要求。第七届合同制作家在合同期间，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包括出版长篇小说37部，发表中篇小说80余部，各类作品结集出书50余种。其中大量作品被各种选刊转载，28部作品获得国家部委级和北京的重要文学奖项。2003年，在12位签约作家合同到期之时，北京作协将12位作家合同期内的创作结集出书。目前，这套被命名为“北京青年新锐名家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从1987年开始实行聘任制专业作家。作协对应聘作家实行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创作的计划、内容、形式都由作家自己定，四年为一个聘期，可连续聘任，签定聘任合同，作协发给工资。2001年8月，上海开始实施专业作家制度改革，殷慧芬、陈丹燕、西 飏、张旻、丁丽英、张生、须兰与上海作协签约，成为首批上海作协签约作家。2002年12月10日，上海作协进行第二期作家签约，除须兰外，上期六位作家全部续签，另新增彭瑞高、唐颖、李肇正、丁保德、管燕草、郑春华、周锐7位作家。上海作协规定：签约时间一般为一年，如有特殊情况可续签，签约期间作家必须完成一定的创作项目；作协每月提供签约作家1000元生活补助，同时为作家深入生活及出版、宣传等方面提供支持；签约作家的编制、人事、医疗保险等，均不与作家协会发生关系。

在北京、上海两地的带动下，国内其它地区也相继迈开了改革的步伐。1997年，广西作协开始与作家签约，实行签约制。签约作家要定期参加培训班，定期向作协方面汇报创作情况。江西从1999年开始聘任6位中青年作家为首批特聘作家。2002年8月，天津作协开始实行作家签约制，赵玫、肖克凡、李晶等16人成为天津作协首批签约制作家，期限两年。2002年9月25日，安徽作协（文学院）也与梁小斌、郭明辉、贾鸿彬等12人签约，同样为期两年。江苏省作协于2002年初开始实施签约制作家制度。2003年陕西作协也开始逐步试行签约创作并以“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方式逐步取消专业作家制。2004年6月，云南实行扶持重点文学作品创作签约制度，25名作家与省作协签约并领取了创作生活补贴。

北京、上海等地作协的改革恰如一缕春风吹拂着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专业作家制度。由此，传统的专业作家体制的坚冰开始消融，国内作家体制开始激活。从国内的签约制、合同制改革来看，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打破了终身制，引入了竞争。在改革中，随着竞聘制、合同制的实施和受资助名额的限制，专业作家与作协铁板一块的、能进不能出的关系被逐渐改变，作协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作家已经不能仅仅靠以往的资历长期地居于专业作家的地位。通过队伍的流动和作家、作协之间选择与被选择、淘汰与被淘汰，各地作协建立了非常有效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

二是打破了工资制，引入了补贴制、津贴制。传统的专业作家体制把作家变成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工资、福利的形式包办了作家的生活起居，作家、作协牢牢地捆在一起。而在8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补贴制、津贴制已经越来越多地实行，作家与作协之间严密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开始改变。通过改革，作协不仅减轻了经济负担，而且使更多的应聘作家得到资助。更为重要的是，作协经济投入方式和作协与作家之间经济关系的改变，为国内作协体制的进一步变革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心理基础。

三是打破了管理松懈的状况，形成了促进创作的机制。在长期的专业作家制度实行过程中，作家与作协的关系是僵化的，作协对专业作家缺少量化管理，缺少优胜劣汰。除非特殊情况，作协无法辞退专业作家。而国内各地实行的聘任制、合同制却对获聘作家形成了有力的约束。改革通过定期考核、续签、解聘等监督方式，一改过去对专业作家管理松散的状况，有效地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四是打破了作家纯粹隶属作协的状况，实现了作家的多元归属。未改革之前，作家一旦调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就形成了难以改变的全面隶属关系。而改革之后，各地推行了灵活的人事制度，除了少数老作家之外，新聘任的专业作家人事关系、工资关系等都不改变。部分地区将作家的党组织关系转入作协。一般而言，作家与作协之间只是靠合约维系的业务关系。依附关系的解除为今后作家的彻底社会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广东作协专业作家制度的改革
在全国各地作协改革风起云涌之际，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广东，也不断引领时代潮流，在专业作家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过去五十年，广东曾经出现过欧阳山、秦牧、陈残云、萧殷等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和陈国凯、刘斯奋等优秀作家，以及一大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中青年作家。目前，广东省作家协会共有会员1920人，其中中国作协会员341人，各地级市作协会员为3180多人。

在2003年广东推出震动全国的正式取消“养”作家的改革之前，广东曾经于2000年开始展开了第一轮改革。这次改革从“养精兵，精养兵”的思路出发，采用了竞聘方式遴选资助对象，打破了专业作家终身制。在竞聘中，原有的六名专业作家落聘，8名文学新人正式签约文学院，并另有13名青年作家被聘为文学院的“院外作家”。对获得聘任的作家，广东全面实行以选题管理为核心的契约管理形式。合同期内，除保留原工资福利待遇外，还可享受相关的创作津贴和出版资助；其他省内作家申报创作选题，经审批确认，即可与文学院签订选题合同，获得文学院提供的创作津贴和出版资助。被资助者不脱离原工作单位，但其在合同期内，享有文学院作家身份及同等待遇。通过实行聘任制改革，广东省作协建立了一套优胜劣汰、利于人才流动的竞争机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举极大地调动了文学院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3年来，广东文学院共出版长篇小说24部、长诗4部、各种文集20部、电视剧3部共76集、广播剧4部共42集、中篇小说11部，以及一批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何卓琼《蓝蓝的大亚湾》、邹月照的《告别残冬》等长篇小说，还有筱敏的散文、顾偕的长诗均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此外，还涌现出梅毅、吴君、罗迪等一批文学新人。

虽然广东省对专业作家的第一次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初步形成了人才选拔和人才流动的机制。但这次改革并没有完全脱离“养”的思维，只是由过去养终身变为养一阶段，由包办一切变为资助、津贴，重点依然是作家而非作品。改革在打破专业作家终身制、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又给作家“开小灶”，每月发放创作津贴。只要是签约作家，就按月给你发津贴，每人每月1200元，人人有份，皆大欢喜，与平均主义的做法如出一辙。并且，一级作家没有被列入竞聘范围，仍然享有专业作家的待遇。这一做法虽然显得稳妥，但欠公平。因此广东的这次改革与国内其它地方目前实行的签约制一样，改得并不彻底。

2003年6月16日，中宣部下发了《关于选择广东、河北做试点实行重点文学创作资金扶持的通知》，将广东、河北作为改革试点。针对第一次改革存在的问题，广东省作家协会通过多方调查研究，制定了《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扶持资金实施方案》，并于2003年11月经省委宣传部同意正式实施。由此广东省作协的第二轮改革拉开了序幕。按照实施方案，首次重点文学选题招标活动从2003年11月开始，截止日期为2004年1月31日。省内外作家均在同一标准下，向全国文学创作广东中心报送选题。根据统计，本次招标共计有69人报名，其中广东省内62人，省外7人。最终经专家评审确定7名作者为签约作家。广东的这一改革彻底打破了作家的专业制，形成了作家的签约制，成为国内终结旧文学创作体制的首例。与广东省2000年第一次改革和国内其它地区目前实行的签约制相比，广东的这次改革体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真正改变了传统体制的“养”作家现象。传统作家体制，包括目前一些地方实行的签约制、合同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把作家“养”了起来。虽然目前国内改革呼声很高，决心很大，也清醒地意识到传统作家体制的症结所在，但一回到实际中还是难以跳出传统的“养”作家思维，无论是合同制还是签约制，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发放津贴、补贴的内容。而广东在此次改革中，所有经过选题申报、筛选、签约获得聘任的作家都不再发放创作津贴和出版补贴，传统“脐带”的剪断标志着我国作家体制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变革。
二是真正改变了传统体制对创作的粗放管理状态。当前一些地区的专业作家体制改革虽然体现出契约关系的严肃性，要求作家在合同期内承担一定量的写作、发表任务，并定期对作家进行考核，但这些规定相当宽泛，执行起来任意性比较大。这些本质上以量为中心的评价考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作家无所作为、慵懒的状态，却并不能直接推动高质量作品的产生。改革取向是“人→作品”，本质上还是传统的以作家为中心的思维。而广东的改革却是以选题为中心，根据选题再来确定聘用作家人选，改革取向是“作品→人”，本质上已经是比较符合市场运作方式的以作品为中心的模式。

三是真正改变了传统体制中资金投入的平均主义现象。传统作家体制的资金投入方式是“大锅饭”，不论成就如何，待遇均按级别职称来对待。目前一些地方的改革虽然通过竞聘引进了激励机制，改变了“大锅饭”状态，但对获得聘用的作家来说，享受的津贴、补贴基本一视同仁，这种“小灶”本质上还是“大锅饭”。这种签约制解决的只是谁有资格吃“大锅饭”的问题。而广东的改革将“大锅饭”彻底端掉，只有当作品获得评估，预期有较高的价值或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后，才开始视作品的不同的情况，投入不同量的资金，使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与市场接轨的程度已经相当高。

四是真正改变了资金投入的全过程现象。广东的这次改革在资金使用上以“重点在后期、重点在奖励、重点在培养”为原则，改变了传统专业作家制度的终身投入体制，也改变了当前一些改革“撒胡椒面”式杯水车薪的资助、津贴方式，将有限的资金集中投入到优秀作品走向市场、社会的最为关键的时刻，投入到作品面世后的评判或获得社会认可之后的奖励中。在改革之前，广东每年的投入只有36.6万元，而改革后却增加到60万元，预计以后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以前作协资金有限却要全过程投入，而现在随着广东经济的增长，作协不仅有了更多的资金，而且把投入时机限制在最需要的时刻。广东作协通过资金投入方式的彻底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甩掉了“养”作家的包袱，真正实现了集中资金办大事的能力，这对广东文学创作的推动将是不言而喻的。

四、当前作协改革存在的问题
虽然广东作协专业作家制度的改革在全国迈出了跨越性的一步，使传统的专业作家制度走向了终结，但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广东作协的第二轮改革还是存在着一些体制性问题：

第一，选题评审专家缺乏因产权纽带而带来的责任关系，使选题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广东的改革以选题的优劣决定是否予以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但目前这种资助来源于政府拨款，选题是否入选也由仅获得很少评选费的专家或官员来确定。由于评审专家或官员对政府拨款并不具有产权关系或契约关系，他们对选题的评审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加大了政府拨款低效的风险，使得获得资助的作品在社会、市场获得成功的几率要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无论是经纪人还是出版社的“阅读组”，他们都要受资产关系的约束，根据对受众群大量的调查统计分析，以是否符合最小投入最大产出为标准来判断是否与作家签约、预付稿酬。

第二，在事后作品价值评判标准上，国内大部分地区以是否获得国家奖励作为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这使作品有可能叫好不叫座，与市场、社会需求脱节。如广东省规定获得茅盾文学奖每部20万元，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每部10万元，省级文学奖一等奖每部1至3万元等。虽然广东也将是否获得社会认可作为一条评判标准，但实际上并没有具体的量化评价规定，因此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标准。西方国家虽然也把是否获奖作为一条重要的标准，但本质上它是与能否畅销、能否获得最大利润回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不同的奖项对作品销量也会有相应的促进作用。在法国，获得一般文学奖的作品，销数在三五万左右徘徊，而获龚古尔奖的小说销量多数超过20万册，这还不算外国翻译的版本，这个数字会带给作者数百万法郎的版税，使其真正地名利双收。而中国的文学奖项基本与市场脱钩，在这种情况下，将能否获奖作为是否予以资助和奖励的最高评判标准，作品的真正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改革取向仍带有一定的计划和行政指令色彩。广东的改革规定，“受聘作家应无条件接受文学院指定的创作任务，组织‘文学解读广东’工程，通过集体采写活动，从宏伟叙事的角度，对我省的重点工程或创新举措，作全景式的深度报道。争取每年采写、出版一部报告文学集。”这一规定虽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予以过多的强调将会束缚作家的创作自由，影响入选选题的质量。

第四，改革带有浓厚的地域限制。当前国内各地作协的扶持标准都带有浓厚条块管理色彩。广东的改革规定，根据本省的实际需求，提出一定的重点选题面向全国作家招标，并规定“省外作家提出的选题，应当与我省的文化建设需要有较大的联系”。作家写作的地域特色是自然形成的，如果对选题过多地作地域限制，就会对作品质量带来影响。西方国家出版社与作家签约的标准是以赢利为最高原则，只要能为公司带来利润就可以预付稿酬，而不论作家和作品的地区归属问题。如西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在美国出版，首期版税就达15万美元。

第五，激励力度不够。改革后的作家资助制度虽然比吃“大锅饭”时期集中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作家深入生活、培训和后期的宣传、奖励中，但从力度上还是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作家的积极性，推出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对作家形成约束。在西方国家中，一般某个优秀的作品被出版社、经纪人看中后，作者将会获得巨额预付稿酬，并通过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形成契约关系。而在国内，真正有实力的作家可以选择不受作协签约制度和选题倾向的束缚，已经签约的作家也可能不会觉得与作协的合约是一种难以割舍的选择。因此，这样的契约对繁荣地区文学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可能不如设想的那么巨大。

（唐小兵，比较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现工作于广州市委宣传部；周建平，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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